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吗？——兼论技术成果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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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造纸术发明人的界定争论已久，这在本质上是技术成果的归属问题，在当今科技工作领域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瓦特改良蒸汽机为对照，对比分析造纸术的成果归属并回应了这一争论的两种倾向，进一步提出技术成果归属权判断的四项原则：普遍性、主体性、标志性和效用性，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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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that who is the papermaking inventor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which in essence is the attribu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day and has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the steam engine of Watt is used as a contrast to analyze the attribution results of papermaking and respond to the two tendencies of this controversy. Furthermore, the four principles of attribution of technical achievements are put forward: universality, subjectivity, symbolism and utility,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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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代表东方智慧的技术成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纸作为彼时的一种新兴媒介，具有轻柔、便携、价格低廉等优良属性，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信息、文化的交流和传递，它的出现堪称前现代社会的一次“信息革命”。这一重大技术成果的出现，必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通过考古发掘所得出的一致结论表明，造纸术起源于中国，起源的时间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大一统之际[1]52。可是从古代文献记录以及广泛而长久存在于中国民间的观点来看，纸是东汉时的蔡伦（63—121年）于元兴元年（105年）所发明[2]232, [3]1022。那么，造纸术到底是蔡伦发明的吗？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值得技术史学者和科技管理工作者深思的问题和启示呢？现将针对以上问题加以探究。

1  问题来龙去脉：发明人之争

在中国内陆许多传统的造纸地区（如四川夹江、安徽泾县、湖南耒阳等），民间长久以来流传有祭拜蔡伦的民俗仪式。而自从1957年在陕西西安东郊灞桥的西汉墓发现了古纸残片，以及后来在甘肃居延西汉遗址中也出土了两片残破纸，国内学者比较流行的观点也变更为，在西汉时期中国已有造纸，造纸术不是蔡伦发明的[4]。科技史学家潘吉星教授[1]111也认为，今人“误将蔡伦当成造纸术发明者”。学者杨巨中[5]认为，东汉蔡伦是捣浆造纸法的发明人，并且发明用于“舂纸”的石臼，使纸业走向社会化。曹魏时的张揖[2]27和南朝的范晔[3]16把古代用于书写的缣帛称作“古纸”，把破麻布所造的纸称为“今纸”，并认为“今纸”自蔡伦始。 
针对上述各派观点，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纸”的概念和定义。据《说文解字》的解释：“纸，絮—苫也”。即，纸就是漂在水里的纤维通过滤水的席子均匀分散沉积而制得之物。而当代的中国《辞海》（1979年版）如此定义：“用以书写、印刷、绘画或包装等的片状纤维制品。一般由经过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的水悬浮液，在网上交错组合，初步脱水，再经压榨、烘干而成” [6]。《美国百科全书》（1963年版）把纸定义为“从水悬浮液中捞在帘上形成由植物纤维交结成毡的薄片”[7]。《韦氏大词典》（1966年版）认为“纸是由破布、木浆及其他材料制成的薄片，用于书写、印刷、糊墙和包装之物” [8]。美国纸史家亨特[9]对纸的定义是“在平的多孔模具上由成浆的植物纤维形成黏结起来的薄片状物质”。日本技术史家南种康博[10]认为纸“是以植物纤维为必要原料，于水中使之结合，干燥后恢复弹性，并将纤维黏着在一起，成为具有薄片形状和一定强度的物质”。潘吉星[1]5总结并定义：“纸是植物纤维经物理-化学作用所提纯与分散，其浆液在多孔模具帘上滤水并形成湿纤维层，干燥后交结成的薄片状材料”。综合来说，这一定义适用于古往今来传统意义上所有类型的纸。

那么根据纸的定义，张揖和范晔由于历史环境所限，把由动物蛋白（蚕丝）制成的缣帛也称为纸是不准确的。而根据对考古发掘的灞桥纸和居延纸等实物作分析化验，确证西汉已有植物纤维为原料所造的麻纸[11]。也即，蔡伦之前已有纸的存在。同时，化验结果也表明，西汉的纸纤维结构较完整，说明打浆工作做得不够有效，甚至缺少完整打浆工序[11]。后来杨巨中[5]进一步指出，战国至西汉为漂絮造纸时期，而东汉至今为捣浆造纸时期。潘吉星[1]110虽然认为是秦汉之际的人民大众发明了造纸，但也认为蔡伦对造纸术作了革新，并且研制了木本韧皮纤维制造的皮纸，使这项发明增光添彩。至此，文献和考古发掘所共同印证的事实似乎已让世人对造纸术的诞生过程较为清晰。然而，戏剧性的是，造纸领域另一些奉蔡伦为造纸祖师的专家学者认为只有维护蔡伦个人发明权才是爱国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潘吉星等研究者针锋相对甚至要“拨乱反正”[1]72，坚称考古学家对历次出土古纸断代都“弄错了”，应当把年代定在蔡伦之后[12-13]。于是，造纸术发明人之争再次横生枝节。
2  技术成果归属：两种倾向

由上文可以看出，造纸术这一历史上重要技术成果的发明人之争，也即技术成果的权利归属问题。此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所处的时代久远，彼时远没有专利保护制度，否则一切就迎刃而解了。然而，通过文献整理和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及分析化验，中国古代造纸方法的演变过程又是相对清楚的：在蔡伦之前已经有了较为粗糙的麻纸生产，蔡伦改良了生产工艺，尤其是加入了“捣浆”这一关键环节，并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使得纸的生产和利用迅速在社会上推广开来。
在此问题上的争论，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国造纸技术成果归属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以爱国和维护国家尊严为由，必须树立一个典型，延续老祖宗留下的说法不可动摇，不管后来的实证研究结果究竟怎样，都坚决不予承认；第二种是绝对地否认一个典型，以研究结果为依据来说话，把发明权归属为人民大众。潘吉星[1]52先生即是第二种倾向的代表学者。诚然，相比于第一种倾向，后者明显更尊重科学研究事实，并且敢于挑战较为保守的学界权威，这称得上是一大进步。可是，如果把造纸术的发明人归结为古代劳动人民，只因为蔡伦不是造出第一片纸的人而淡化其在发明中的作用，似乎又过于笼统；而持第一种倾向的学者虽然有强烈的民族科技文化认同感和值得称道的捍卫国家尊严的精神，但是过于保守固执，并且执意否认众多研究者的科研结果，这是缺乏理性科学精神的。

其实，对于造纸术技术成果归属问题的判断，本文认为，可以参照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案例来分析。正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年）对蒸汽机的技术革新，为人类找到了新的动力之源，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而蔡伦对造纸方法的革新，加入了捣浆环节，拓宽了造纸原材料的来源，使得纸的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进而使社会有了交流思想和传承知识的优良媒介，对铸就古代中国灿烂辉煌的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显然，两者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堪称旗鼓相当。
在瓦特1774年制出全新蒸汽机之前，法国的帕潘已于1681年发明带有安全阀的蒸煮锅（即高压锅），同时已在其研究论文中提出蒸汽机的设计方案；纽科门大约于1705年试制出了蒸汽机，最迟至1712年造出了实用的蒸汽机，并于1711年开办公司将纽科门蒸汽机投入实用[14]。与之类似，蔡伦之前也已有纸造出，如西汉的灞桥纸、居延纸等，而这些蔡伦前的纸粗糙，实用性不强，没有达到社会化生产和大规模使用的标准。如果说是因为古人不看重工匠而没有记录蔡伦以前造纸术的发明者或技艺精湛者，恐怕也站不住脚，汉末著名造纸技术家左伯（165—226年）即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1]103。
在发明活动的过程中，两者也有许多相似点。瓦特自从1763年接触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课程教学用的一架纽科门蒸汽机，便走上了研发改良蒸汽机之路，直至1775年造出改良后能够商用的机器[15]125。在此之后，瓦特继续研制完善蒸汽机的相关设计，到1788年，他终于研制出了能自动调整气压而平稳运转的蒸汽机[15]111。其中，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最大革新之处是在1769年发明了分离式冷凝器，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再来考察蔡伦对造纸术的革新过程。蔡伦在公元91年兼任尚方令，专门监制秘剑和众多皇室器具，在他的督制下，许多皇室器物的制造水准都更加精密，并且被后世效法。可见，蔡伦心思缜密，对工艺流程细节要求很严。又加之皇后邓绥素来喜欢纸，蔡伦更加紧了对造纸技术的改良。经过努力，蔡伦终于“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并且在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而莫不从用焉”[3]262。晋人张华[16]撰写的《博物志》也记载：“桂阳人蔡伦始捣故鱼网造纸。”《湘州记》中说：“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现在可以肯定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蔡伦发明了用于“舂纸”的石臼。蔡伦所处的时代，铁器铸造工艺已很发达，用圆形生铁制捣头也不成问题[5]，从而在造纸过程中明确增加了捣浆这一关键环节，继而使造纸原料来源更加多样，才得以用“树肤”（即树皮）等木本韧皮纤维制作出更加精良的皮纸。

在发明所需要的支持环境上，两者也都结合自身处境充分调动了外部资源。在瓦特的案例中，格拉斯哥大学的纽科门蒸汽机模型等仪器，让瓦特明确了研究对象以及为他提供了基础的实验设备；瓦特虽然没受过高等教育，但格拉斯哥大学为他提供了浓厚的科研氛围，他和几位著名的大学教授成为好友，其中化学家布莱克（Joseph Black，1728—1799年）更是教会了瓦特定量分析蒸汽浪费的方法；瓦特从企业家罗巴克（John Roebuck，1718—1794年）和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年）那里争取到了用于研发的大量资金和熟练工人，以及新式镗床加工的高度精确的铁铸汽缸[17]。蔡伦案例中，已厌倦宫廷斗争的他奏请担任可避开政治漩涡的尚方令，于是蔡伦便出宫到各地生产作坊调查，从事他所感兴趣的纯技术性工作。他曾前往今河南境内各造纸工场，深入查看制造过程并发现能工巧匠，再在尚方所属工场精工制作[1]107。在古代中国的等级制条件下，尚方令一职为蔡伦的技术革新创造了实践场所和环境。同时，他在元兴元年（105年）通过向朝廷执政者献纸，成功地利用了国家机器进行造纸用纸的推广。综上，瓦特和蔡伦的案例对比可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瓦特和蔡伦发明的特征对比

	对比项
	瓦特（蒸汽机）
	蔡伦（造纸术）

	发明历史意义
	新的动力，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
	新的优良媒介，极大地推动古代文明的进步

	之前技术状况
	已有纽科门蒸汽机
	已有粗糙的麻纸

	标志性革新
	发明分离式冷凝器
	发明石臼，增加捣浆环节

	研发地理环境
	格拉斯哥大学
	尚方所属工场

	主要协助人
	化学家布莱克，企业家罗巴克和博尔顿，熟练工人
	皇后邓绥，汉和帝刘肇，尚方内能工巧匠

	周边协同技术
	新式镗床加工的精确铁铸汽缸
	生铁铸制捣头

	推广普及方式
	以商用产品方式
	皇帝敕令推行


由表1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蔡伦之于造纸术，正如同瓦特之于蒸汽机。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活动属于技术发明，也可以宽泛地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5]133。因此，蔡伦革新造纸方法的活动也应属于技术发明，广义地讲，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说法亦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一结论是建立在考古发掘、文献调研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前文持第一种倾向的纯粹“爱国”导向，也不同于持第二种倾向的发明权归属人民大众的结论。

3  启示

通过对造纸术发明人之争这一问题的辨析，古为今用，可以获得许多对今天的科技研发管理实践有价值的启示，尤其在技术成果的归属权判断原则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方面。

3.1  技术成果的归属权判断原则

技术成果的归属权判断是科技评价的重要方面，对保障和鼓励科技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动有着突出作用。技术成果的归属权判断不清，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判断的原则并不明晰。本文结合文中案例，将技术成果归属权的判断原则归纳为普遍性、主体性、标志性和效用性。

（1）普遍性。普遍性原则是指在进行技术成果的判断时，以平等、客观、公正的视角，唯一注重的是研发者的劳动创新成果，而不论该人士的性别、国籍、种族、社会阶层、身体状况、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外在因素和评判者的情感因素。只有这样，每一位科研人员才能被公平对待，其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才可被尊重。前文中的第一种倾向带有明显的情感因素，忽视客观事实依据，违反了普遍性原则。

（2）主体性。一项技术成果必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从专利文件、学术论文、学术会议讲稿、历史文献或其他公开出版物和资料中找寻到创造或革新它的具体明确的自然人或机构的记录，抑或相关主体的线索，而不是泛泛而谈的人民大众或过于宽泛的团体，这即是主体性原则。该原则主要为保障创新者个人处置技术成果的自由权利不受干预。前文中的第二种倾向在能找寻到资料的情况下把发明权宽泛地归结为人民大众，不利于创造者的技术创新，同时给人以无所适从之感，不符合主体性原则。

（3）标志性。技术成果的取得往往需要研发者投入长期的时间与精力，如瓦特从1763年开始研发蒸汽机到1788年得出较为成熟的产品问世，前后共历时25年；蔡伦从公元91年担任尚方令开始从事技术工作到公元105年造出新纸，前后历时14年，在漫长的研发时日里不可能每天都卓有成效，而在这一过程中，经过长期思考的累积后，往往存在关键问题解决思路的迸发，成为该技术成果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性事件（如蒸汽机研制过程中分离式冷凝器的发明和造纸术革新中石臼的运用）。识别研发活动中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整项技术成果归属权判断的关键。

（4）效用性。判断技术成果的归属权不仅要考察是谁最早提出了该成果的设想、方案抑或制作出了实物的雏形，还要分析是谁做出了关键性的革新，从而使得该项成果普及开来，并产生了主要的社会效用。瓦特不是第一个提出蒸汽机方案的人，但正是他的持续研发努力，使得改良后的蒸汽机产生了巨大效用；同样的，蔡伦革新造纸术之前的纸与之后造出的纸在效用上也不可同日而语。

3.2  相应的制度设计

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分前期的研发活动和后期的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来加以阐释。整体设计思想以尊重和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促进研发到实用性产品再到研发的良好迭代为贯穿。

（1）研发活动中，要重视创新生态和标志性革新。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在其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因此，应从制度上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相关主体加大研发投入（现在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即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同时，因为一切创新在本质上都是人的创新，因此应努力让研发激励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落位到个人，如进一步推动针对研发骨干的股权激励和针对个人发明的奖励与保护等，从而营造出尊重创新、踊跃创新的社会氛围。大力支持社会资本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完善知识产权的评估、抵押和交易制度，围绕研发活动形成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环境。

在研发制度的设计上，还应重视标志性革新的培育、挖掘与识别。所谓的标志性革新，即在已有端倪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能源、新媒介等）发展过程中的突破性甚至是颠覆性的关键技术革新。一项标志性革新往往解决的是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产业的技术瓶颈问题，它可能来源于关键研发人员的灵感迸发，也可能来源于众多“微创新”的聚沙成塔。识别、培育标志性革新，有助于提高研发经费投入的针对性和整体研发视野的前沿性，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发。可以建立标志性革新动态挖掘、识别与奖励等制度。

（2）成果转化上，要采用先进方式，顺应时代要求。技术成果转化关系到研发活动的意义和效用，两者互不可分。如果技术研发成果不具有成果转化的可能，或者没有动力和能力去进行转化，那么研发人员的成果归属权就相当于一纸空文，对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也起不到实际作用；这样反过来又会抑制下一步研发的积极性，并且造成研发经费的浪费和研发立项的盲目。因此，建立研发绩效与成果转化相挂钩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应采用先进和更有效率的方式进行成果转化，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蔡伦所处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受时代所限，选择运用敕令推行的方式推广造纸用纸，可能是当时最有效率的方式；瓦特所处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采用与工厂主合作争取资金支持进行技术研发和商业化，也是当时先进的转化方式。在如今的21世纪，成果转化方式更加先进与专业化,。为提高转化效率，应建立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对产业界更加开放以及相互间密切配合的制度，形成官产学研联合转化的合力，避免重复以往单一的行政命令模式。

4  结语

悠悠千载，沧海桑田。当年尚方工场内嘹亮的造纸号子已被机器的轰鸣声所取代，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高高的烟囱也已化作如烟往事，然而，蔡伦和瓦特的创新精神以及他们所贡献的重大技术发明将永恒闪耀在人类文明的星空里，时刻鼓舞着后来人的研发与创造。聚焦当下，当从成果归属与制度上充分尊重和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劳动，激发创新潜能，弱化置身人民大众吃集体大锅饭的惰性意识，强化创新生态的营造和技术成果社会效能的提升；放眼未来，新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挑战正向我们走来，完善权属制度插上创新翅膀的国家和民族必将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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